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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的历史表明，文人相攻的天性及对自我理论的偏爱决定

了法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搏杀。虽然这种理论的对垒确实促进

了人们对法律真知认识深度的深化，但是这种理论阵地上的

排斥异已现象却非一种正确的法学真理探求观，因为复杂的

社会决定了任何法律的命题并不能提供法律全部的图像。与

此同理，中国的法治理论观不应是一种搏杀观，而应是一种

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观。 The evolving history of legal doctrines

shows that intellectual’s propensity of mutual attack and

pampering about their own theories decide this infighting. Though it

has deepen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towards legal truth, yet this

isn’t a correct academic attitude because the complex society has

determined that none of the legal definition can provide the whole

picture of law. 【关键词】法学理论；排异现象；正确认识观

legal doctrine. rejecting phenomenon. due 在唯物主义哲学中有一

个基本的命题，即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

进过程。这种螺旋型的轨迹表明新事物的出现并非无中生有

的，而是以旧事物为基础的延伸与递进。从这个角度来考察

，新旧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继承与被继承、发展与被发

展的关系，而非一种实质性的相互否定关系。然而，理论创

新的现实说明新理论似乎总是在对旧理论的遗忘中诞生与确

立自己的阵地的，或者说是欲彻底推倒旧理论而在一片废墟

中全新立起的。法律文明绵延至今，人类的智慧闪烁出了无



数的对法律真知探求的理论与流派。可是，若我们客观地纵

览下，不难发现每一种新理论都是意欲踩着旧理论或其它同

期存在的理论而推出与巩固自我的。笔者认为，虽然这种法

律理论相攻的结果使论战的敌我双方暴露出了各自观点的优

劣，使潜在的法律不足问题显山露水，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

否认这种相攻的学术情怀并非一种理性的学术情怀与态度。

作为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中被证伪的法律研究需要

的是学人之间对学术理论的一种相互宽容与理解。因而，从

法学理论相攻的现实来探索应有的法学学术态度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法学理论的相攻??以法学理论的变迁为视角 

在法律文明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出于时代变化的要求及人类

对自身对社会对自然等认识程度的加深，理性的法律人借助

智慧的力量在法律的丛林中演绎出了形形色色的法学观点及

派系，尽管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决定了一个时代产出的思想具

有“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在人类进化的每一个特别的时段，法学理论的舞台上总是存

在一个理论的主导者或团体在牵引着、支配着与压制着其它

异质性的法学理论与派别。实际上，至今为止，整个人类法

律文明的推进在理论主宰的更迭上具有丝丝缕缕打倒与被打

倒的动态关系。对此，笔者作以下客观的分析。 古典自然法

学派凭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及主权

在民等极富感染力的法学理念促成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

利，从而使世俗之人从神权、王权的压抑与奴役及自我混沌

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而在法律上享有了生而为人之基本权利

。尽管这种抽象性的权利观、平等观、及具有拟制性的国家

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与欲盖弥彰性，但



是在法治的观念下及宪政制度下人们至少顺着这股权利意识

觉醒的春风呼吸到了权利的气息。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民族

国家的巩固与强大，这种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篇章被重写的自

然法与人定法两分的法学理论在实证法学派的强劲攻击下也

最终没有逃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命运。在阶级

资产革命时期被喻为最高标准的自然法受到后来者无情的贬

低及剿杀，如1776年边沁在其名著《政府片论》中这样谈到

：“说起自然法，若即使我相信它出现过，它也只不过是空

洞无物的术语罢了。”[1]为了佐证本法学理论的正宗性与科

学性，作为古典实证法学派沿续的纯粹法学流派认为，该流

派的唯一目的就是认识和描述研究的客体，它意图回答法律

是什么及如何构成的，而不是法律应该是什么。它既不回答

现有的实证法正义与否，也不研究正义是由什么构成这样更

基本的问题，因为作为一门科学，纯粹法学不能对这些问题

进行解答，且这些问题也根本无法被科学地回答。后期以哈

特为主的分析法学派更是与代表新自然法学派的富勒展开了

一场长达数十年的非此即彼的口水战。尽管如此，随着社会

学的触角日益向法学领域的伸展及气候化，以涂尔干、埃利

希及韦伯为主导的古典法社会学派也并没有对实证法学派手

下留情，而是对其书斋式法学研究的弱点痛下杀手，否认其

正确性与科学性，并试图取而代之。如针实证法学埃利希创

造了与国家法针锋相对的“活法”概念，他认为：“无论是

现在或是其他任何时候，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

，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活法是支配生活本身的

法，即使它并不具有法律命题的形式。”[2]与此类似，韦伯

则认为法律不仅是指由国家垄断的国家法，还包括由宗教规



则与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超国家法。 当历史演进到19世纪中叶

时，在法律理论的天空中升起了“历史法学派”这颗明星，

它不仅牵引与主导了当时德国法学的理论阵地，而且也辐射

性地影响了整个欧洲。以萨维尼为主流的历史法学派提出了

法民族精神论的观点，与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等进行了

决裂，公开否认法律的普适性及绝对真理性，他认为法律只

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

法手段来创建，而是世代的“民族精神”之再现，只有“民

族精神”与“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缔造者。

因此，法律的发展程式表现为习惯法→学术法→法典编纂的

动态流程。虽然历史法学派使人们转变了对法律的认识观，

拓宽了人类对法源的探索，且通过对罗马法的梳理建构了现

代民法学理论，并促成了《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但是随着

其史命的完成及时代之发展，该学派也未能幸免于其它学者

们的口诛笔伐，如耶林批驳了萨维尼所认为的“法的形成同

语言的形成一样，是在无意识之中，自发自然形成的，既无

任何角逐，亦无任何斗争”这一观点，他提醒人们不要安稳

地沉湎于“所谓的自生自发演进秩序”的幻景之中，而要去

靠斗争去争取权利，去呼唤法律。历史法学派致力于罗马法

的研讨加速了概念法学的成熟化与系统化，概念法学不仅改

变了人们对法律的思维方法，而且也对大陆法系近代民法的

形成及民法法典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作用，我们

可以这样说，若在人类法律文明的演进中没有概念法学高度

的抽象思维性，则现在的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清晰的物权概念

与物权法规范体系；若没有物权与债权在理论体系上的严密

区分，《德国民法典》也不会有今天的模样，整个人类法律



制度的法典化及法律实践就会因为这种逻辑形式的理性缺失

而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曾说“法典是人民自由的

圣经”。然而，就是这种曾经对人类法律文明作出极大奉献

的法律观也未能躲过其它法律学人的批判与抨击。崇尚实用

主义的美国人霍姆斯便率先对其进行了发难，在《普通法》

一书中，他这样说道：“本书旨在阐明普通法的基本观点。

为此，除了逻辑，还需要其他工具。某些事物表明制度的一

致性需要某种特定的结果，但这不是事物的全部。法的生命

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3]他旗帜鲜明地表明，虽然法

律推理是判例法的精髓，但是这种推理并非形式逻辑的“法

律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结论是什么”的三段论式的推理，

而是法官根据经验的推理。社会学法学大师庞德更是用判决

的自动售货机及机械主义来勾勒概念法学，在《机械主义法

学》一书中，他作了如下的阐述：“这种法哲学置法律的实

用效果于不顾，只企图通过一系列人为的推理过程，使概念

合乎逻辑地产生和发展。[4]对于法律的研究，庞德宣称，对

于20世纪来说，问题似乎首先不在于什么是法律，而在于法

律实际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实施的，它可以和如何被利用。

在对概念法学的围堵方面，作为实用主义法学一衣带水产物

的现实法学思潮在这一问题上则走得更远，如卢埃林就在对

概念法学的进攻中构筑了他对现实怀疑的法律观，他认为法

律的核心不是规则，而是官方解决争端的行为。杰罗姆?弗兰

克更是一脚跨到了另一个极端，他的结论是：“法律的许多

不确定性并非不幸的偶然性的事件，不确定性本身具有重大

的社会价值⋯⋯，若法官的个性是司法中的关键因素，法律

就可能因审理任何案件的法官个性之差异而有所不同。”[5] 



客观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不久的将来，法学理

论的推陈出新在事实上都表现为异质性的理论之间殊死般的

相互搏弈。无论你承认与否，学者们都对自己思维的产物具

有一些天然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心态，自认为自己的

理论是最好的，天衣无缝的，最能从法律的层面来解构目前

的社会现实。若从这一现实出发，从理论阵地的建立与巩固

来看，学者之间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种“既生瑜，何生

亮”的矛盾感慨。实际上，笔者只是从法律文明演进的历史

中随意地捕捉了上述法律学人相攻相否定的片断，现实是：

在法律真知追寻的旅途中，只要作为反映客观存在的主观思

想不能雷同，这种“一山不容二虎”的论战式争斗就会无休

无止地在法学理论的前沿上演绎不止，直至人类走向自我的

终结。诚如笔者所言，理论是越辩越明的，异质性的法学理

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式的对演确实使人类越来越接近

了法律的真理，洞明了作为规则系的法律与动态性的社会关

系之间的辩证关联，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人类如何将纯

思维产物的社会思想烙上科学、客观与反应规律的标签，它

们都逃不过相对虚伪的悲剧命运，因为社会是复杂多元化的

，这种多元的易变性决定了法律学人的思维在寻找对法律认

知的突破口时只能从社会的某一个侧面或某一点或某一价值

来理解社会，并进而衍生自己的法学理论。显然，这并不能

成为法律人理论相攻相克的正当理由。 二、对法学理论相攻

的辩证反思 法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一门对社会现象进行

理解和解释的学问。此正如埃利希所言的一样：法律的发展

并不在于立法等法律实践的环节，而在于社会本身。尽管人

类理性的思维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戴上法律规则的无形枷



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相争的利益得到平衡，并进借助规则

的这种调协功能而造就一种社会的和谐剂，但是我们必须清

楚各种法律的命题并不能给法律提供一个完整的图像。人类

法律文明演进的历史说明，法律制度与学理的发展是历史的

与螺旋型递进发展的。每一种法律理论的学说都只是从其一

个侧面解释了法律在某一个时代所具有的本性与特征。法律

学派林立是法理学界的幸事，因为它表明了一种理论的兴旺

发达、人类对法律真知追寻的挚爱与对真理的靠近。然而，

在这种理论的发展中，我们正确的认识观并非是一种理论否

定另一理论的搏杀观。其实，每一个后起勃发的法学理论都

是踩着前一法学理论的肩膀前进的，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

，从这一点来看，法学理论之间是一种以时间先后所表现出

的产生与被产生、吸收与被吸收的辩证关系。当自然法学派

完成了其权利意识启蒙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史命后，随着

民族主权国家的强大，其怀着实证法学派羞辱性的攻击与诘

难渐渐地成为时代的隐者，在国家法一统江湖后它也几乎像

垃圾一样被扫进了历史的角落。尽管这种自然法与人定法的

两分观具有强烈的道德相混色彩，自然法的理论具一定的空

洞性与不可证实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后期法学理论对之进

行全盘否定的理由。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法律制度的变迁中，

当人定法丧失了自然法对其的批判与监督作用时，现实的法

律也可能就会慢慢地偏离应有的轨道，法律之树就可能结出

一枚枚“恶法亦法”的毒果。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事实已给

我们上了悲剧的一课。波斯纳曾这样评判过自然法，他说：

“自然法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解决一个文明制度中出现的正

常问题，而在于它有助于决定什么才是一个文明的法律制度



。”[6]笔者认为，这种表述是非常到位的，因为它形象地描

绘出了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应有的逻辑关系。事实也证明，

无论某个国家是如何地践踏人权、专制与暴政，但是在立法

时它还是不得不屈尊地考虑道德对立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只

不过，在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法学思想在取得胜利后，道德

对法律的作用方式已发生与自然法思想迥然不同的转变，即

道德法必须是国家实证法之内的道德法，只有如此，作为道

德法的自然法才具有了社会与法律的语意。因此，我们可以

说，在古典自然法的思想体系下，国家法应是自然法的奴隶

，然而在实证主义旗帜下的法学实践中，自然法却成了实定

法的奴仆。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法律与法律人自身在独立

性与职业性上的脱胎换骨与功成名就，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规范性的法律体系并没有，也不能忽视道德对正统性的国家

秩序构建之潜在影响，诚如法谚云“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因此最后的妥协是达成一种双赢性的实定法对道德法一

定限度的收编与容忍。 另外，就概念法学与实用主义法学及

其亚说学（如社会学法学与现实主义法学）的关系辩证来看

，若没有概念法学已为人类的文明创造了成文且系统的法律

体系，实用主义法学能从理论与现实的废墟中闪亮登场吗？

且这种实用主义法学过分地钟情于法官的司法行为是借助于

大肆渲染法律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实现的，那我们从反面想

过没有，当国家的主权形成了向法官集中的事实时，就必将

导致法官可能的腐败及“立法”的专横。若如此，这就等同

于抽空了现代国家法治的基础，而使人类复古至远古时期的

专制与暴政时代。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当实证法学派（包括

古典实证法学派、规范法学派及新分析法学派）从实定法的



角度来攻击，试图从纯规范等角度来切割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时，它们也同时深陷于了一个矛盾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即

当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正当性时，这样的法律是否依然有效？

若无效，其理论根据又何在？实际上，从具有终极价值追求

倾向的人类开始借用规则来构建和谐社会时起，尽管最初法

律只是作为道德的附属被讨论与解读的，但是现实与人类的

价值渴求决定了法律与道德之间永远是一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正所谓“法律是显性的道德，道德是隐性的法律”；在实

用主义法学等派别借用抽象的法律观或法典非万能论来驳斥

与排挤概念法学时，那么他们又何尝不是在走向另一个令人

们更感可怕的极端呢？理论的争斗实际上向我们昭示出这样

一个法学的主题：法律是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不

能离开社会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地分析法律。如果孤立地研究

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关系

的复杂性；也不可能理解法律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专

业性业务的一门技术的这种实在性。这说明，要认识法律这

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单从一个角度看或者只从一个学科

、运用一种方法来研究，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

实是法学的研究方法应是多侧面多视角多维度的。 客观来说

，任何理论都只含有相对真理的成份，社会科学中的每一种

理论自其思想者的脑海迸出的那一刹时起就已被烙上了“该

观点具有瑕疵或先天发育不全，并有必要随着社会的演变进

一步修补”的印记。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大都是由学者

们颠倒黑白地坐于书斋中苦思冥想的产儿，为一种纯思想的

具有一定虚构性的产物，它并非如同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

学的理论是在实验室中经过千次或万次被证明真伪一样。法



律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规则意识的解构，尽管职业的法律学

人将这种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自诩为一种客观的认识，如马克

思也认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

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

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

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就应该责

备他极端任性。”[7]然而，现实的认知是，这只是人类一种

自我抬举的自欺欺人的臆想。事实上，再高深的职业法律学

者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来认识、理解与建构法律，法

律在客观上只是政治利益团体构建社会秩序的工具，无论你

承认与否，这都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如果我们说其具有

自然科学一样的品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当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法律在世界各国生根发芽结果时，其

结出的果实应该是一样的，而不会产生南桔北枳的现象，但

是事实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的法律价值取向及缔造的秩序是不

同的，即使这枚果实是从同一棵法学理论之树结出的。这就

说明，当我们在理解法律的图景时，我们的视角不应是自然

科学性的，应有的视角是一种多元性的，即不要轻易地以一

种法学理论来否定或打压另一种法学理论，不要企图将某一

法学理论的新品种硬塞给你的听众与读者，要知道社会科学

的品性是互补性与互证型的。大家试想下，在实证法学派大

肆排挤自然法学派时，若没有自然法学派促成了资本主义民

族国家的形成，能有实证法学派在其后“翻脸不认人”地进

行评头论足的机会吗？事实说明，这两种学派之间具有一定

的“母子”血缘关系。即使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法学

的流派也是琳琅满目，但是法学的论坛上真正出现过某种理



论“一统江湖”的局面吗？现实的答案是没有！尽管实证法

学派通过冗长的论战最终逃脱了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宗

教的“魔爪”，而自立了学术门户，但是在拟对战争罪犯进

行惩罚而出现的法律失语症恰好说明，法学理论的发展并非

是踏着前一理论的“尸体”迈进的。理性的法律观是法律作

为对社会进行解构的一门学科，由于社会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所以与之相配的法律理论也应是多维的与互补的。思想的

价值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

长河中思想的光芒总是随着人类文字的记忆、理解及时代发

展的需要而一层层沉积式地被保留下来，并随时准备放射出

其强劲的光束。如当我们在谈到立法与执法的关系时，我们

的思维中总是闪现出“徒法不足以自行”之类的古训；谈到

法律时，我们会不时地陶醉于“法律是没有欲望的理智”的

思想回味之中。因此，法学理论的学术观并不是一种理论攻

击、扼杀、掩埋、与诋毁另一种理论的搏杀观，而是一种相

互的以学术批判、检讨与反思为基础的补正观。然而，“文

人相攻”的对自我理论的“偏爱与溺爱”心态又决定了不同

理论搏杀的或然性。 三、什么是应有的中国法治理论观？ 由

于法学理论推出的主观性强，客观性相对弱，所以法学理论

的研究观从一开始时起就并非一种排斥观，而是一种相融相

济的共存共生观。在依法治国的时代，中国本土的法律学人

也正苦苦地在法律之旅的棘林中寻求中国法治的捷径，目前

在理论上我们面临两种可供选择的路径，即“本土资源为体

、西学为用”的法治观及“西学为体、本土资源有用则用”

的法治观。 目前，在法学理论界围绕中国法治何处去的问题

，这两种理论的追随者与布道者们在理论的阵地上展开了激



烈的搏杀，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两种理论中，无论是哪一种理

论都不可能独自解决中国法治速成的命题。如离弃我们的传

统，我们就会面临国家法效力失灵或弱化的风险，因为文化

传统是指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文化传统不会

像抽刀断水一样一刀两断，而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我们每

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流淌；人们总是借助于一套确定的风俗习

惯、各种制度和思维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即便在哲学探索

中，人们也不可能超越这些俗套，因为其真假观念与传统习

惯有关，⋯⋯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风

俗便已塑造了他的思维模式、经验与行为。而且，一个民族

的历史对于其个体来说也并非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

可或缺的生活基础。它内化为我们的日常观念、行为习惯和

无意识的选择，因此是根深蒂固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朱苏

力教授认为：“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都是不同的法律元。与

民间法相比，国家制定法并非天然合理，应当寻求国家制度

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与合作，国家制定法作出妥协也许更

为重要。”[8]那么，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为了秩序而不破坏和

谐，我们就必须墨守成规地让活人守着先父们所留下的类似

于“打官司即打关系”传统的呢？若如此，这就是中国法治

理论探讨的倒退或病变，因为这种以国家法为退让所沿续与

保留的秩序是以公民权利意识的昏睡与权利丧失为代价。很

早以前，耶林曾言：“人在权利中方具有精神的生存条件，

并依靠权利保护人类的生存条件。”他在《为权利而斗争》

一书中还这样论及19世纪的中国：只要中国还保留着对成年

孩子加以管束的戒尺，纵然拥有几亿民众，其赢得的国际法

上令人尊敬的地位还不若小国寡民的瑞士。纵然在时下的中



国，管束成年孩子的“戒尺”已经没有了封建礼教的色彩，

但在更为一般和广泛的领域，我们的权利仅停留于法律的账

册之中，而没有从文本上的权利演变为行动中的权利，我们

仍是权利的贫困者，我们的民众仍封存着传统的“顺民”与

“良民”意识。实际上，权利不只是一个公民步向自由的通

行证，权利更是一个公民更好地向社会向民族国家承担应有

责任的前置条件，也是一个有责任的国家应向公民承担的义

务。因此，纵使传统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但这并非我们否认

法律文明可继受性与可共享性而滑向“纯民族国土法学”的

理由。 在另一方面，固然独立自主地在中国的大地上另起炉

灶搭建我们的法治框架是最有骨气的选择，但在决定之前我

们就必须像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一样先来盘算一下我们法治

的资本是什么，我们自己拥有或先祖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可

资利用的法治遗产。扳指一算，我们并没有积累多少法治的

资本，我们手头更多的是与法治精神相左的传统人治文化与

权利昏睡意识。这说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的法治不

应是，也不能是自己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法治，而必须

是一种适时适度盗版西法式的法治。然而，若我们意图将传

统与盗版法治进行割裂，从而期望在中国法治文化沙漠中创

造出一片法治的绿洲，则会陷入一种文化排异所触发的悖论

之中，而使我们必须痛苦地直面 “法律必须信仰，否则形同

虚设”的法律效果之尴尬。正所谓“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

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

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阻隔，造成两败俱伤。”[①]

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下面这个结论：中国的法治理论观



并非是一种理论排斥、对抗、与压制另一种理论的搏杀观，

相反，应是理论之间的互补观与相融观。当然，笔者在此处

并不是倡导什么“折取两端而取其中用”的中庸观，只是认

为法学的理论应在和平共处中取长补短，理论阵地的对垒之

目的仅在于明事理辨是非，而不是一种“有你无我”的真正

生死搏杀。 四、一个理性的结论 法律的真理知识的获取在于

学术的相互理解、宽容与兼容并包。这一结论不仅源于法是

一种如此纷繁复杂的贴近社会而反映社会的现象，是将具有

离心力的社会紧密凝聚起一团的粘合剂，而且也源于法律学

本身就是一门相对的伪科学。尽管借助于实证法学派对法与

政治、宗教、伦理与哲学关系的历史清算，法从备受以上学

科压抑的境地中走了出来，并成功地自立门户而跻身于科学

一簇，虽说这是“法律科学”的胜利与法律人之幸事，但是

我们必须注意到如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一样，它们并没有

在实验室里被反复地演证，其只能被个体主观地抽象感知，

且这些理论并不具有必然的社会检验性，一种法学理论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型的。这样的理论品性就说明无论法律学人自

认为其理论是如何历经了精雕细刻，但是由于其与实践的脱

节及从规则出发分析社会的视角一般是一个维度的，所以没

有一种法学理论是能够包打天下的，所以任何法律的命题都

只能揭示只鳞片爪的因时而异的法学真理，都只是抽象思维

的产物。社会是多种利益主体的集合，利益平衡与调整就时

刻决定着法律价值及其规则的变迁。因此，正确的法学理论

观就必须是反应这种利益动态变化的价值识别观。尽管社会

最终会通过法律实践的形式使某种法学理论倡导的学说价值

变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一种选择也并不是否



定了其它法学理论存在的价值，它也并没有（也不可能）界

定法律的全部命题，真正的法学命题在于多异质性的法学理

论之间的共生共存状态中的批判与被批判中，从而共同地展

示法与社会应有的动态关系。 【注释】 [①]尽管这种观点阐

明了国家法与所谓“民间法”的关系，但是笔者在此并不主

张什么国家法向民间法的妥协与低头。事实上，中国国家法

的法展与贯彻确实应该考虑到风俗习惯等规范对其可能带来

的消极或积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代表先进观念的国家

法向落后与保守的民间法无原则的退让。事实上，过于强调

民间法而贬低国家法的作用并非出于一种理性的学术情怀，

而是出于学者非理性的对本土资源的偏爱。尽管如此，但是

这种理论揭示了本土性的视角分析是中国法治文明进口中所

必须关注的问题。上述引用见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1页。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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